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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教育百年变迁的得失及反思

靳　健，郭俊奇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中国语文教育近百年来的发展与变革，有得也有失。中国古代教育传统给人们展示一个主客交

融、天人合一、实践审美、生生不息的“中国古代精神”；反思百年成就，给人们展示一个直面世界、勇于自新、学

习科学、重建知识的“中国现代精神”，在视界融合之境展望我国语言文学教育“一心二门，十字打开”的美好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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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优秀传统，重新打开“道德实践”
之门

古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特征是伦理性教

育，其核心思想是“民本意识”和“至善实践”。孔子
的思想中早就包含了“民本意识”的观点。“樊迟问
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对“仁”的解释意义相
当宽泛，而“仁者爱人”则是代表性的观点。“老者安
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百姓足，君孰
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孔子讲
“仁”是为了把人的外在情感行为变换为一种社会博
爱秩序，所以，“仁”以“百姓足”、“老者安”、“朋友
信”、“少者怀”为主要表现形式。孔子仁爱学说由内
而外、由个人而社会形成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即
民本意识。“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
而》）践仁成仁是孔子建构的主客一体的东方道德实
践模式，是社会价值和个体人格融为一体的实践
追求。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民贵君轻”的

创造性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
下》）孟子的仁政学说及其纲领的实施完全依赖于其
天人合一的“至善实践”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
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
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
孙丑上》）这著名的“四端”说，即孟子的性善论。孟
子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与生俱来就具有

仁义礼智的情感萌芽（善端），后天的生活学习就是
要不断地呵护它，发展它，而不要伤害它，改变它。
孟子的“至善实践”论，一方面强调道德善端与生俱
来，具有普遍性、绝对性，所以要求无条件地履行伦
理义务；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普遍性伦理义务与经验
世界的人道主义情感直接联系起来，植根于人性善
的心理发展需求。
中国当代学者牟宗三认为，儒家以“仁”为核心

的思想是几千年来经由许多人发扬光大积淀而成，
“至善”、“致良知”都是对“仁”之意蕴的发展。“此皆
是将‘善的形式’向里收摄，以立善的形式之根。是
则‘善的形式’不徒是外在的，且亦是内在的，是则彻
上彻下，彻里彻外，已至通透之境”［１］。他认为，“仁”
体现了主客一体的实践理性，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
主客二元的思辨理性。古代主客一体的道德实践以
“仁义礼智”为标准，经几千年之积淀，终于形成了一
种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学者熊十力说：“中国哲学
史上谈到万化根源，从来无唯心唯物之争，决非智不
及此，亦决不是偶然之事。中国人于此盖自有一种
见地。其长其短，尽可任人批评，而此一大公案，要
不可忽而不究。”［２］

这种没有唯心唯物之争的主客一体道德实践理

论，近些年来受到西方思想界的关注。加拿大学者
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儒学、道学和佛学是一种宇宙
哲学观，探讨的是教育他人如何与人和谐、与环境和
谐的智慧。传播这些智慧的书籍在西方很多书店都
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有助于治疗西方世



界因为片面追求个性独立、科学技术战胜一切而带
来的社会顽疾［３］。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可以通
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
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
了。”［４］西方的诸多思想家、教育家在反思现代化带
给人类的破坏性影响时，一方面不约而同地发现和
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教育价值，认为中国智慧从
宇宙本源上展示了自己的生命魅力，希望中国人不
要破坏自己“后现代化”的优秀传统。
可是，自２０世纪初叶以来，完全否定孔孟学说

的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发
表《本志罪案的答辩书》说：“要拥护那德先生（民
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
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
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
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当时，把孔教、国粹、旧文学与
科学、民主彻底对立起来，成了一种时尚文化，一种
思想潮流。如果当时这样说是社会形势发展的需
要，一个世纪以后还这样说就不合时宜了。北京大
学哲学系２００１年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中，仍按照阶
级斗争学说诠释儒家思想。“子曰：君子之德风，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该书解释说：
“一般劳动群众和奴隶跟着贵族统治者的教导跑，就
像顺风倒的草一样。”［５］很明显，“君子”被界定为统
治者，“小人”被规定为劳动者，说明孔孟提倡的“仁
者爱人”、“至善实践”等美丽人性思想至今还没有被
人们所认识。也就是说，中国优秀传统的“道德实
践”之门仍旧关闭着。
生活论德育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教育理念，鲁洁

２０１０年撰文说：“在生活哲学的视域中，不再将人之
至善追求诉诸于静态的、孤立的人性的改造，而是奠
基于现实生活建构活动。”“人的改变与生活的改变
是同一的，要改变人就要改变生活。”［６］在这里，主客
一体的“至善追求”仍被抛弃在道德实践之外，自律
的道德实践被客观化、他律化了，原本是个体的心理
需求与生活实践，变成了外在规定性。大家明白，生
活重构、生活水平和道德修养之间并非是对等关系，
生活目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的变化并不等于道德
水平的变化。就像一些腐败者生活水平很高，生活
方式很丰富，但他们的道德水平却为人们所不齿；而
一些劳动群众生活水平很低，生活方式很简单，他们
的道德水平却很高尚。
当前，一些德育研究的部门及学者，对我国优秀

传统“民本意识、至善实践”仍存有偏见，生搬硬套阶

级斗争学说和西方二元论曲解我国古代文化。这些
现象说明，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树立民族文化信仰，
重新打开“道德实践”之门，引领国人的道德情操修
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反思百年成就，重新打开“科学实践”
之门

１９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
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智识之
士看到了中国落后的诸多原因，于是就有了洋务运
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西方的哲学思想、民
主社会理论、科学知识与技术纷纷被引进到中国，受
其影响，中国语文教育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变化的特点就是“科学化”，或者叫做“知识化”。
首先，是课程名称和课程设置的科学化。１９０４

年１月１３日，清政府颁发《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
卯学制”。新学制规定，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开设
“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中国文字”课程。癸卯学
制的颁行，使中国教育的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癸
卯学制的总体设计，反映了近代教育的基本精神；癸
卯学制不但保持了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而且
体现了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中国第一次有了正式
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字”课程名称，这是中国教育
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当时，王国维上奏朝廷，
对文学科大学章程的课程设置提出了建议：“中国文
学科科目：一哲学概论，二中国哲学史，三西洋哲学
史，四中国文学史，五西洋文学史，六某国文学史，七
心理学，八名学，九美学，十教育学，十一外国文。”［７］

在今天看来，王国维的建议比现在许多高校中文系
的课程设置仍要合理一些，因为它中西课程知识兼
顾，语言、文学、哲学、美学、教育等科学搭配，尤其是
突出了哲学的引领功能。

１９１２年《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对
课程的名称做出了清晰的界定，称作“国文”。１９２０
年１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
体文。又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初等小
学四年间全用语体文，并正其科目名称为“国语”。
从此以后，“国语”、“国文”成为国家规定的正式课程
名称，并且沿用３０年之久。新中国于１９５０年颁布
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规定，语文就是普通话
和用普通话写出的文章。这些界定，相对于古代教
育来说，具有了比较清晰的逻辑意义。课程设置也
开始趋于学科化、专门化。
其次，是课程内容的科学化。《奏定学堂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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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开设“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课程，前者包括
识字练习、对句练习、诵读诗词、日用文章等内容；后
者包括阅读古文、练习作文、官话表达等，教学方法
注重讲授法和诱导法。中国文学课程 “其要义在使
通四民常用之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
之用”，“并使习通行之官话，期于全国语言统一，民
志因之团结”。１９１８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
母。１９２０年，教育部公布了新式标点符号十二种及
其用法。３年后颁布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科国语
科学程纲要》确定的教学目标有两项，第一项在第一
学年学习语体文的文学作品，在第二学年学习文言
文的文学作品。第二项在第一学年学习论辩文，在
第二学年学习记叙文。同年颁行的高级中学《必修
科特设国文科学程纲要》确定的教学目标也有两项，
一是学习文字学领域的知识，一是学习文学理论和
中外文学的变化趋势及特点。

１９５６年的中学教学大纲是文学、汉语分科的教
学大纲。《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规定：初级中学
毕业的学生应该学会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标准发音，
掌握语法的基本规律，养成正确地写字、用词、表达
自己思想的能力。１９５６年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
纲》规定：结合文学作品的教学，讲授某些必要的文
学理论常识和文学史常识，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文
学作品；指导学生在学习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丰富语
言知识，并学习用口头语言明确地表达思想感情。

１９５６年的大纲采用汉语、文学分科，希望通过学习
系统的文学知识和语言知识来改变当时过于追求教

学政治化的倾向，可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举措。
但遗憾的是因为被叫停没能发挥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使用统一的语文教科

书。教科书采用文体单元编排形式，分别以记叙文、
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为单
元，文言文和语体文分开编排。每个单元都安排了
“知识短文”，有计划地介绍语法、修辞、逻辑、立意、
构思、结构、语言、表达方式、表现手法、文学与文化
常识等内容。这一时期的师范大学中文系课程，一
般按照文学（中外文学史、中外文学作品选）、语言学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艺学（文学理论、美学）与
语文教育学四大板块设置。其中充分体现“科学化”
的课程就是“现代汉语”，从语音（物理属性、生理属
性、元音、辅音、汉语拼音方案）、汉字（六书、七体）、
词汇（读音、结构、意义）、语法（语素、词、短语、句子、
句群、复句）、修辞等五个方面科学而系统地呈现了
该课程的知识构成，一扫几千年来笼统而玄妙的语

言教学内容与方法。
第三，是课程评价的科学化。１９２３年公布的高

级中学《公共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规定：每周国
语课为４学时，共用２年时间完成教学任务，学习合
格者可获得１６学分。同年颁行的高级中学《必修科
特设国文科学程纲要》规定：授课时间每周４小时，
一学年授毕，共８学分。这大概是停止科举考试以
来，我国最早采用学分制评价课程教学的尝试。

１９２５年，廖世承、陈鹤琴编著的《测验概要》一书，作
为师范学校的首选教科书出版。书中系统汇总了已
经编制成功的诸种教育测验，并按照学科进行归类。
在这些教育测验中，国文测验的研究成果丰硕，有文
法测验、默读测验、作文测验、书法测验和文学常识
测验等，测验的客观化、标准化问题设置受到了极大
的重视［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国引进了国际上流行的
标准化测验方式，目的是进一步推动语文教学评价
的科学化水平。为了准确测量和客观反映学生的学
习水平，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习能力和发展趋势，组卷
前先要设计“语文测试组卷双向细目表”，表中横向
内容表示要测试的语文能力层级水平，纵向内容表
示命题的知识范围，每道题有权重规定。如果是大
型的考试，要对试卷进行难度、区分度、信度与效度
的评定。然后根据组卷双向细目表检索抽题，组成
试卷。语文考试的题型一般有选择题、填空题、简答
题、作文题几种，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两大类型。高
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考评形式大体有两种，一种和
中学语文标准化测验方式接近，科学性反而比中学
低一些，一般不进行难度、区分度、信度与效度的评
定；另一种是课程论文，主要评价学生的理解力、批
判力和创造力。
长期影响我国的语言本位课程观，就是在这种

追求课程的知识化、科学化的潮流中形成的。语言
本位课程观注重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能力的

训练，强调落实了“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就是
遵循了语文教育的根本规律。在其影响下，语文教
学和语文考试一直关注到音素、语素等微观知识，关
注语言的逻辑性与精确性，采用标准化测验方式以
利于养成严谨的学习风格［９］。
因为语言本位课程观过于注重语言规则的学

习，淡化了培养听读说写言语能力的教学任务意识，
所以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因为提倡以知识为中心，
有意无意地弱化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能动精神，引
起了教育界的激烈批评。２０世纪末对语文课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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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论”的批评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高潮，指出弊端，修
正错误，寻求促进学生发展和语文课程发展的探索
应该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批评的结果是从一个极
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语文课程内容中的逻辑知识
被彻底删除了，语法修辞被淡化了，教材中的知识短
文渐趋萎缩，所剩一点点知识也是随文学习，语文考
试接近“零知识”边缘，语文课程成了名副其实的“感
觉性”课程。这些现象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
“知识无用”负面影响。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２００１年的《语文课程标准》

和２０１１年的标准修订稿，只有要求教学达到的总目
标和阶段目标，这些目标基本上属于智力目标和情
感目标，但是没有学习内容目标。按照人们的一般
理解，智力目标和情感目标必须借助学习内容和学
习过程才能达成预期的教育目标，没有内容目标的
课程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课程，会使教学缺失必需的
文化土壤。语文内容目标退出课程标准，助长了新
的“知识无用论”的滋长。有学者就认为，学生在学
校里学到的都是一些无用的知识，这些无用知识就
好像商品一样，目的是通过考试来换取某种功利性
的结果［１０］。这种权威性观点对时下流行的“知识无
用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现在我们所做

的有些事情正好在演绎着成语的意义。反思百年成
就，重新打开“科学实践”之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
地步了。

三、促进个性发展，十字打开“美丽人生”
之门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确有一些糟粕性的东西，应
该受到批判和抛弃；但是“民本意识”和“至善实践”
传统不仅是古代中国、而且是现代中国和未来世界
永不言弃的精神瑰宝。至善实践之门由儒家代表人
物孔子、孟子开启，以后又吸收了老庄“道法自然”和
禅宗“直觉顿悟”的精神，经明代王守仁融儒道释学
说为一体，提出知行合一的人格养成理论，遂酝酿成
了中国古代社会解放人性、挑战生活的先声［１１］。古
代思想家旨在给人们展示一个主客交融、天人合一、
实践审美、生生不息的“中国古代精神”，以涵养美丽
人格的健康发展。
中国古代教育对于科学知识的建构是比较薄弱

的，科学实践之门一直处于掩闭状态。在西方世界，
“知识就是力量”很早就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通过掌
握知识去战胜对象或者被对象征服演变成了“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法则，这种法则刺激和保护
了西方人发展个性的欲望，这种欲望反过来促进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人也意识到自己逐渐成了科
学技术的工具。人的目的是掌握科学技术工具去战
胜对象，结果自己沦为科学技术的工具而失去了自
由。中国文化的悲哀是没有科学技术而遭受帝国主
义列强的凌辱和掠夺，西方文化的悲哀是被科学技
术牵着走进战争泥潭和恐怖废墟。
中国在反思。清末和文革后的不同历史时期，

在中国出现了非常相似的思想潮流，那就是发现“科
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意识到打开国门和世界对话具
有民族生存意义。中国语言文学教育需要借鉴西方
的科学方法，需要吸收他国的文学精神和语言形式，
需要科学思辨理性创新建构我们的文化大厦，需要
多种能被国际认同的“孔子学院”类模式来弘扬中华
文明，世界走进中国的同时需要中国走进世界。我
们反思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百年发展的历程，为大家
展示一个直面世界、勇于自新、学习科学、重建知识
的“中国现代精神”，以唤醒人格建设中的科学意识，
强化人格建设中的自强行为。
西方在反思。现代性总是意味着对自我的理解

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个人主义
这个词通常用来刻画现代精神与社会及其机构间的

关系特点，表现为一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一切的
欲望。美国一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一针见血
地指出，信息技术是二元的，无法抉择人的言语与交
往的多义性，“黑客文化传达着一种权力与优越性的
情感”，“电脑迎合了孩子们对于权力和明确性的幻
想，并助长幻想”，精神成了无场域的东西，渐而脱去
身体，转变为机器的幽灵［１２］。另一位后现代主义思
想家认为，“人类的心灵中永远跳动着渴求普遍和谐
的愿望”，这种愿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和谐相处，追求人们在合作中化解争斗而共存共荣，
崇尚为世界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和他人的幸福而工
作的生活伦理观［１３］。
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探究如何解决

现代性对人类精神的控制问题时，不约而同把目光
投向了东方文明。美国的一位教育家认为，没有一
个国家比中国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文化，没有一个
民族具有比中华民族更伟大的生活精神，西方人从
中国古代智慧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中国重视自己
伟大的精神传统———尤其是儒家与道家，中国人对
精神具有的强烈的内在感觉，这正是建构现代课程
所必要的［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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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经常把“优秀传统”和“封建思想”相提
并论，所以有意无意地把“至善实践”的优秀传统之
门关闭了；由于我们不太习惯西方的思辨理性和科
学方法，所以乐于接受种种“去知识”化的教育思潮
而关闭“科学实践”之门。中文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时
代性难题，就是做到“一心二门、十字打开”。“一心”
指的是个体人格的“美丽之心”，也就是说要建设美
丽人生之路，必须在人生坐标的一边打开“真”门，即
“科学实践”之门，学习和掌握生涯发展必需的科学
文化知识；同时向另一边打开“善”门，即“道德实践”
之门，呵护和发展人性的良知萌芽；当“真”门和“善”
门同时敞开之时，个体的“美”门就会在人生坐标的

纵横方向自然打开，即“十字打开”，一条融真、善、美
为一体的人生之路便畅通了。也就是说，建设美丽
人生离不开至善实践，也离不开科学知识，三者相与
为一，则一荣俱荣；三者有所缺失，则一损俱损。那
么由谁去完成如此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我们的国

家政府、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教师和学生。国家政府
应该组织那些自身已经十字打开“美丽之门”的专
家，研制并推行既有美丽之境界，又有道德实践和科
学实践之内涵的各类教育规划和章程。学校教师应
该通过学历教育和专业自修尽可能地十字打开美丽

之门，引领青少年在道德实践之路和科学实践之路
上健康而有尊严的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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